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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

自愿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生存？

刘经珂，陈艳莹，于千惠①

（大连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摘 要：作为传统环境规制的重要补充，自愿型环境规制旨在鼓励企业在政府强制要求之外承担额外的环境责

任。不同于以往的短期效果研究，本文从企业生存的长期视角讨论了自愿型环境规制的治理效果。基于国家认证

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绿色认证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

法分析了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

有显著提升作用；自愿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和改善政企关系提升企业生存能力；自愿型环境规制更

有助于提升非国有企业和高污染企业生存能力，且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提

升作用越强。以上结论不仅为自愿型环境规制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还能为政府优化环境规制体系设计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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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然而，在中国以往的环境规制实践中，以命令控制

型为主的传统环境规制逐渐暴露出诸多治理困境［1-2］，近年来，自愿型环境规制开始得到越来越

广泛的应用。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以国际标准组织发起

的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为例，获得认证的中国企业由 2015年底的 123 851家增加至 2022
年底的 408 443家，年均增长率高达 18.586%。从《京都议定书》推出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来看，

中国企业注册的项目数量接近全球注册数量的一半［3］。

自愿型环境规制项目多由行业协会或环保组织发起，要求企业在达到政府强制性环保标准的

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环境绩效，这就意味着参与企业承担了额外的环境责任［1，4-5］。目前理论界对

自愿型环境规制的效果存在争议。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自愿型环境规制本质上是政府在一定限

度内将部分规制权力下放给第三方主体所形成的多中心治理结构，有利于避免传统环境规制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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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为权力中心的封闭性体系可能导致的规制失灵问题，其灵活程度更高，行政成本更低，可以促

进经济绿色转型［5-6］；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自愿型环境规制缺乏强制执行力的约束，仅依

赖理想化的企业自律很可能在现实中的作用非常有限［7］。

有鉴于此，一些文献开始结合现实数据从企业环境绩效的变化入手来考察自愿型环境规制的

实际效果。无论使用的是发达国家样本数据［8］还是发展中国家样本数据［3］，关注的是认证类项

目［9］还是非认证类项目［2］，绝大多数研究都证实了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企业的环境绩效确实要

优于未参与企业。不过，以企业个体环境绩效为研究对象，本质上检验的只是自愿型环境规制通

过企业内部资源再配置路径来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可能性，忽略了企业之间的资源再配置问题。

尤其是新旧企业更替是企业之间资源再配置的关键渠道，如果能够在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引导下实

现向绿色企业的转型，即如果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绿色企业相较于未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灰

色企业能够更持久地生存下去，那么长期中随着灰色企业的陆续退出，所释放出的资源就可以不

断流向绿色企业，整个社会就可以通过“灰色企业退出、绿色企业存续”这种类似自然选择的市

场演化过程逐步实现绿色转型。因此，在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当下，非常有必要检验自愿

型环境规制能否提升中国企业的生存能力，这不仅有助于判断自愿性环境规制政策的长期有效

性，也能为政府今后优化环境规制体系设计提供重要依据。

与本文研究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自愿型环境规制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

相关文献，主要是基于治污减排需要增加额外投入这一事实，使用发达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但目前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10-11］。使用中国样本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结论也并不一致。He
等［12］对中国 1 268家制造业企业的研究发现，ISO 14001认证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胡元林和李雪［13］对中国 182家重污染企业的研究表明，自愿采用清洁技术和申请 ISO 14001认证

可以提高销售收入和资产周转率。Wang和Zhao［14］对 63家沪深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ISO 14001
认证对财务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财务绩效指标与企业生存能力直接相关，

但以上实证研究均自动遗漏了死亡企业，结论存在“幸存者偏差”。因此，要想检验自愿型环境

规制的长期有效性，就有必要不囿于财务绩效，直接检验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第二类文献

是中国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现有文献大部分集中在治理环境和官员变动等外部因素

上［15-16］，少部分关注到内部因素，但常见于出口和创新两类企业行为［17-18］，尚没有文献研究自

愿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生存能力。一些相近的研究中有类似的讨论，如杜威剑［19］与王勇

等［20］分别证明了包括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在内的传统环境规制会加速僵尸企业和低生产率

企业的退出，但二者均未聚焦到自愿型环境规制，因而无论是从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样本来看，已

有文献都与本文存在区别。

相对于现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以下两点：第一，以往关于自愿型环境规制实施效果的

经验研究普遍基于企业自我汇报的调查数据，容易出现隐瞒或欺骗现象，导致数据不够客观，本

文基于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各种认证类项目的全样本数据，从企业生存的长期视角来

检验自愿型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性。第二，从市场力量主导的盈利水平和技术创新、政府力量主

导的政府补贴和政企关系四个方面检验作用机制，不仅揭开自愿型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生存能力作

用的“黑箱”，而且为提升其政策效果提供改进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通常政府需运用强制性公权力才能约束企业的污染行为，但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发起主体以第

三方机构为主，并不具有强制力。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主要是为了应对两种外部压力：第

一，市场压力，企业自愿生产绿色产品以便满足消费者的绿色偏好［21］。第二，政府压力，企业

主动减少污染排放以迎合政府部门对环境的要求。王建秀等［22］研究发现，所在地区正式环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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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越严格，ISO 14001的认证企业数量越多，企业越有可能进行 ISO 14001自愿贯标；外向度高且

已获得 ISO 9000认证的企业更有可能进行 ISO 14001自愿贯标。市场压力意味着企业通过自愿型

环境规制可以在市场中建立或维持一定的竞争优势，按照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这种市场竞争优

势不论是通过提高当期超额利润还是通过促进后续研发创新，都将有利于企业长期生存能力的提

高［18］。政府压力则意味着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可以与地方政府的环保目标保持一致，这将

带来有利于企业生存的关键性资源［16］。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假设1：：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有显著提升作用。

自愿型环境规制中内嵌的环境标准通常是对政府强制性标准的拔高型补充［5，22］，参与自愿型

环境规制的企业可能会因治污设备等成本增加而处于成本劣势，再加上多数自愿型环境规制项目

都引入了第三方审核机制来避免企业表面承诺但实际并不执行的机会主义倾向，所收取的认证费

用可能进一步加剧企业成本负担［23］。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自愿型环境规制也会降低企业成

本。陈林和万攀兵［3］、Ambec和Lanoie［10］与胡元林和李雪［13］指出，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可以通

过减少生产要素的投入来降低企业用能成本。杨冕等［24］以 ISO 14001为例证明了自我约束和标准

化流程等管理绩效提高，有利于减少企业在应对强制性环境规制时的合规成本。更为重要的是，

自愿型环境规制项目具有俱乐部物品属性，参与企业获得的特殊身份标签可以在信息不对称的市

场中传递出高环境绩效信号［25］，进而形成有别于竞争对手的绿色声誉，因而能够利用环境质量

上的纵向差异化优势缓解价格竞争，最终促进产品销售［26］。据此，笔者预期，中国企业参与自

愿型环境规制所获得的销售增长和成本节约很可能会抵消治污设备等成本上升，这显然有利于降

低企业短期内的破产风险。

从长期来看，影响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是创新能力［18］。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

系，经典的遵循成本理论和波特假说给出了方向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14］。前者认为，严格规制

所引致的遵循成本会挤出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投入。后者则认为，环境规制政策只要设计合理就可

以在中长期激励企业从事研发，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从而抵消短期遵循成本。具体到自愿型环境

规制，需特别注意的是，以Zhou等［27］为代表的文献指出，很多自愿型环境规制项目本身就是为

了推广前沿性绿色理念或突破性环保技术而设计的，所提供的技术保障会放大其对企业创新的正

面作用。近来的实证文献也倾向于支持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有正向影响，尤其是针对中国

企业的文献，不论是Bu等［4］基于调查问卷的研究，还是 Jiang等［23］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

都证实自愿型环境规制可以引致参与企业更高水平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鉴于创新对企业生存

能力的促进作用早已被现有文献证实［18］，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假设2：：自愿型环境规制通过提升盈利水平和促进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生存能力。

在当前中国的转轨背景下，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战略目标，因而

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企业往往还会收到来自政府的奖励，其中最为直接的便是现金补贴。例

如，广州对首次通过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按实际委托费用的 50%给予一次性补贴，河南

对获得“绿色工厂”称号的企业一次性奖励 200万元。除此之外，超标减排的绿色企业还能获得

财税和融资等方面的政策倾斜。例如，北京和海南等明文规定，对获评“绿色工厂”的企业给予

税收减免和政府采购上的优先待遇。

随着中央对地方环保考核权重的日益增大，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还能够显示当地绿色发

展水平，从而提升官员的环境政绩［28］。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获得以往可能需要通过寻租才能得到的环保检查豁免权和决策审批优先权等资源倾斜。例如，江

西对获得绿色评级的企业实行优先办理环保行政许可、优先调剂使用储备的排污总量指标等鼓励

性措施；山东允许相关政府部门适当减少对于获得“环境信用绿标”企业的环保检查，并支持其

参加评优活动。He等［29］基于中国 1 268家工业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政府在环境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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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显著减少了对拥有 ISO 14001认证企业的现场检查频次，且政企关系越紧密，该效应越强。

与之相反的是，近年来污染企业因环境绩效不达标而被政府强制关停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

2016年 11—12月，佛山强制关停污染企业 1 741家，即使是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冲击下，

2021年，临沂也关停污染企业 937家。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后可以凭借较高

的环境绩效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相较于未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企业而言，其生存能力

提升。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假设3：：自愿型环境规制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和改善政企关系提升企业生存能力。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以下简称“Cox模型”）分析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

的影响。与传统计量模型不同，Cox模型直接对企业的生存风险函数建模，并基于最大似然估计

法（MLE）进行回归。其优点在于允许样本右侧删失，且对基准风险和生存时间没有特定要求，

建模灵活性较高，非常适合本文的样本数据。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h ( )t,Xi = h0 ( t ) exp ( X′i β ) （1）
其中，h( )t,Xi 为企业 i在 t时刻退出市场的风险函数；h0( t )为基准风险；X′为解释变量和控

制变量向量；β =(β1,β2, ···, βp)为回归系数，若大于 0，表示该因素会提高企业的退出风险，反

之，则表示该因素会降低企业的退出风险，即提升企业生存能力。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生存能力（Survival），具体用企业生存风险函数h( )t,Xi 衡量企业生存

能力，指的是生存时间已达 t的企业 i在 t时刻退出市场的瞬时风险率。关于生存时间 t，本文参考

目前学术界的通用做法［15-16］，将其界定为企业首次进入市场至最终退出之间的时长，以法人代

码识别，其中，进入时间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披露的企业开始营业年份，退出时间为最后一次

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出现的年份。对于中间暂时消失而后又出现的部分企业，可能是统计口径

或企业规模变动所致，本文参照毛其淋和盛斌［30］的做法视为期间存活，以免高估退出率。总

之，如果企业在 t年出现而 t+1年及之后均未出现，则视其为退出市场。①计算公式如下：

h ( )t,Xi = lim∆t→ 0+
P ( t < T < t +∆t|T > t )

∆t （2）
2. 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为自愿型环境规制（ESR）。由于现实中自愿型环境规制多采用认证方式，本

文按照现有文献的普遍做法［5，23］，用企业是否通过非强制性绿色认证衡量。如果企业当年通过了

某种非强制性绿色认证，自愿型环境规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3. 中介变量

本文中介变量如下：盈利水平（Profit），用营业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技术创新（Inno⁃
vation），参考鲍宗客［18］的做法，用新产品产值的自然对数值衡量，如果缺失，则用专利权等无

形资产代替。政府补贴（Subsidy），用企业补贴收入的自然对数值衡量。政企关系（Relation），

用差旅费和招待费等管理费用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

4.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变量如下：企业规模（Size），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衡量。企业年龄（Age），用

① 对于中间暂时消失而后又出现的部分企业，现有文献提供的另一种处理方法是直接删除。本文按照该方法重新清洗样本并
进行生存分析，结论并未发生变化，具体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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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年份与成立年份的差值衡量，由于企业年龄与企业生存能力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17］，因而

本文还加入了企业年龄的平方项（Age2）。全要素生产率（TFP），用LP方法计算衡量。资本密集

度（Capital），用固定资产与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的比值衡量。出口强度（Export），用出口交

货值与总销售额的比值衡量，参考于娇等［17］的做法，本文将出口强度的平方项（Export2）也纳

入模型。融资约束（Finance），用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差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

（三）数据来源

本文企业财务数据来源于 1999—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绿色认证数据来源于国

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包括 1999—2021年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环境标志产

品认证等13种绿色认证信息。①本文将上述二者匹配后，剔除成立时间早于1999年的企业以避免

左侧删失问题［15-17］；借鉴Brandt等［31］的做法，对曾经发生名称编码变更、行业代码调整的企业

进行重新识别；删除年均劳动力小于8人、重要变量缺失及不符合一般会计准则的样本。

（四）统计分析

经过上述处理，本文共得到 540 714家企业、1 861 019个观测值，其中，参与自愿型环境规

制的企业23 450家，占4.337%。表1报告了样本企业的生存时间分布情况，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

企业的平均生存时间为 8.177年，超过 6年的占 68.252%，尤其是 10年及以上的占 38.461%；未参

与自愿型环境规制企业的平均生存时间为 6.292年，超过 6年的占 45.196%，10年及以上的占

18.160%，不及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企业的一半。从初步的统计分析来看，与未参与自愿型环境

规制的企业相比，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企业具有明显的生存优势。

表1 样本企业的生存时间分布

组 别

所有企业

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企业

未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企业

平均生存
时间（年）

6.374
8.177
6.292

企业数量

540 714
23 450
517 264

生存时间的比率（%）

≤3年
21.887
9.142
22.464

4—6年
31.918
22.606
32.340

7—9年
27.155
29.791
27.036

≥10年
19.040
38.461
18.160

图 1进一步给出了两类企业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风险函数曲线，从中可以看出，参与

自愿型规制企业的生存概率始终高于未参与企业，且差值逐年增大，说明前者的生存时间系统性

长于后者；风险函数曲线也表明前者的退出风险要显著低于后者。

图1 两类企业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风险函数曲线

表 2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均值为 0.258，表明进行自愿型

环境规制的企业占比较少。技术创新的均值为 1.102，表明样本期企业技术创新总体上处于较低

① 具体包括：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自愿性认证、电气与电子元件和产
品有害物质过程控制管理体系认证、低碳产品认证、有机产品认证、温室气体核查认证、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绿色食品认
证、FSC森林认证、PEFC森林认证、中国森林认证、GAP良好农业规范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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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政府补贴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9.457，政企关系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846，表明企

业之间在政府补贴和政企关系上的异质性较大。其他变量的分布情况均在合理范围之内。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自愿型环境规制

盈利水平

技术创新

政府补贴

政企关系

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全要素生产率

资本密集度

出口强度

融资约束

符 号

ESR
Profit

Innovation
Subsidy
Relation
Size
Age
TFP

Capital
Export
Finance

观测值

1 861 019
1 861 019
1 861 019
1 861 019
1 861 019
1 861 019
1 861 019
1 861 019
1 861 019
1 861 019
1 861 019

均 值

0.258
0.051
1.102
2.364
0.055
10.943
7.438
4.723
9.847
0.184
0.255

标准差

0.438
0.099
3.657
1.300
0.138
1.442
3.256
1.120
4.645
0.325
0.202

最小值

0
-1
0
0
0

4.679
0

0.002
0.084

0
0

最大值

1
0.994
8.762
9.457
0.846
20.357

14
11.377
23.625

1
0.999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3是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和列（2）分别汇报了

未引入和引入控制变量、行业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从表 3列（2）
可以看出，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系数为-0.525，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自愿型环境规制显著降

低了企业生存风险，即提升了企业生存能力，假设1得以验证。

自愿型环境规制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单纯从描述性统计中很难区分究竟是参与自愿型环境规

制提高了企业生存能力，还是这类企业原本就绩效更优，所以生存能力更强，这种样本选择偏差

是后续生存分析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的主要来源。

考虑到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并非随机事件，企业的个体特征也会影响参与决策，这种自

我选择偏误可能会影响回归结果，本文参照现有文献的常见做法［17-18］，为每一个参与自愿型环

境规制的企业挑选出配对的未参与企业，使得二者只在参与决策上有区别，其他特征相同或十分

相似，以缓解样本选择偏差。具体做法如下：一是引入参与决策变量自愿型环境规制，将样本分

为处理组（参与企业，ESR赋值为 1）和对照组（未参与企业，ESR赋值为 0）。二是按照公式

PS（Zi，t-1） =Pr［ESRit=1|Zi，t-1］计算每个企业参加自愿规制的条件概率，亦称为倾向得分 PS值。

其中，Z为匹配变量，即影响自愿型环境规制决策的变量集合；i和 t分别为企业和年份。三是按

照公式C（i） =min‖PSi （Z） -PSj （Z）‖，采用 1∶4比例的最近邻匹配，为每一个处理组企业 i
寻找PS值最接近的4个对照组企业 j作为匹配对象，表示为集合C（i）。

根据现有研究［6，21-22］，本文匹配变量选择了企业规模 （Size）、所有制 （State）、出口强度

（Export）、融资约束（Finance）、认证历史（History）、规制压力（Pre_reg）、模仿压力（Pre_imi）
和行业虚拟变量，并按照 1∶4比例进行最近邻匹配。①匹配前后两组样本的倾向得分核密度图显

示，匹配前两类企业分布差异较大，删除未成功匹配的样本后，两类企业均呈最高频率值 0.040
左右的长尾分布，说明匹配过程有效降低了组间差异，满足共同支撑假设。PSM匹配的平衡性检

① 所有制（State）为虚拟变量，国有企业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认证历史（History）用企业在统计年份之前所通过的绿
色认证总数衡量；规制压力 （Pre_reg） 用统计当年企业所在省份出台的环保法律数量自然对数值衡量；模仿压力
（Pre_imi）用所在城市当年的认证企业占比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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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显示，①匹配后所有变量的均值差异都显著减小，偏差绝对值均显著小于 3，满足平衡性

假设。在此基础上进行的Cox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3列（3）和列（4）所示，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系

数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假设1再次得以验证。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 量

ESR
Size
Age
Age2

TFP
Capital
Export
Export2
Finance
固定效应

对数似然值

观测值

总样本（PSM匹配前）

（1）
-0.711***（-20.493）

不控制

-2 623 704
1 861 019

（2）
-0.525***（-16.334）
-0.164***（-86.308）
-1.620***（-159.972）
0.038***（54.166）

-0.154***（-68.930）
-0.040***（-5.828）
-0.306***（-24.109）
0.004***（16.257）
0.031***（10.065）

控制

-2 400 755
1 861 019

匹配样本（PSM匹配后）

（3）
-0.747***（-18.375）

不控制

-59 646
111 522

（4）
-0.629***（-19.396）
-0.103***（-10.214）
-2.008***（-39.635）
0.017***（4.902）

-0.079***（-6.841）
-0.033***（-5.380）
-0.124***（-4.179）
0.007***（3.803）
0.029（1.017）

控制

-57 081
111 522

注：*、**和***表示分别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Z值，固定效应指行业FE、地区FE和年份FE，下同。

（二）内生性检验

尽管上述PSM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样本选择偏误，但表 3结果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等其

他原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必须指出的是，常用于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工具变量法只适合线性或广

义线性模型，不能被直接应用到具有数据删失特征的Cox模型中。因此，一直以来该领域的计量

处理方法都较为空白［15］。近来，Tchetgen等［32］基于工具变量思路提出的二步法逐渐开始得到应

用［33］，该方法先以工具变量拟合内生解释变量，然后再进行生存分析。

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包括：一是自愿型环境规制变量的“城市—行业—年度”分组均值

（ESR_m），即所在城市所在行业当年绿色认证企业占比。一般而言，企业所处环境的绿色水平决

定了其是否会出于获得外部合法性目的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21］，满足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相

关性条件；同时，行业层面行为在绝大多数微观研究中都被视为独立于单个企业的外生变量［33］，

满足排他性条件。二是认证历史（History），以 Seok等［34］为代表的研究证明，企业在通过一种

绿色认证后，在提高环境绩效上的努力往往使其更容易在后续通过其他绿色认证，表现为认证历

史对当期认证有显著正向影响，满足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条件；同时，已失效的认证历

史显然与当期企业生存能力无关，满足排他性条件。

表 4是内生性检验的回归结果。首先，从第一阶段回归的F检验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出，本文

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相关。其次，关于内生偏误的修正，Tchetgen等［32］指出存

在两种方法，一种是以第一阶段得到的拟合值ESR^代替原解释变量进行Cox模型回归分析，另一

种是保留原解释变量ESR不变，将第一阶段拟合过程中得到的残差值（Residual）作为控制变量

引入Cox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 4分别汇报了上述两种方法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无论使

用的是哪种样本、哪种方法，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排除了内生性问题

之后，自愿型环境规制仍对企业生存能力有显著提升作用，与上文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① 核密度图和平衡性检验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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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内生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变 量

ESR
ESR^

Residual
ESR_m
History
Size
Age
Age2

TFP
Capital
Export
Export2
Finance
固定效应

常数项

R2

F值

对数似然值

观测值

总体样本（PSM匹配前）

第一阶段

0.024***（23.751）
0.336***（50.819）
0.126***（4.572）
0.039*（1.855）
-0.017（-0.236）
0.205***（8.983）
0.149***（6.862）
0.353***（7.709）
-0.401（-1.003）
-0.018***（-4.956）

控制

0.070***（19.362）
0.394

1.213***（0.000）

1 861 019

第二阶段

-0.452***（-6.709）

-0.174***（-9.142）
-1.585***（-72.464）
0.039***（5.819）

-0.156***（-6.047）
-0.201***（-7.534）
-0.320***（-18.280）
0.003***（8.018）
0.025***（7.193）

控制

-787 264
1 861 019

-0.618***（-12.241）

-0.375**（-2.009）

-0.154***（-8.729）
-1.585***（-72.239）
0.039***（5.868）

-0.153***（-4.133）
-0.191***（-6.200）
-0.302***（-17.781）
0.003***（6.254）
0.028***（4.616）

控制

-787 015
1 861 019

匹配样本（PSM匹配后）

第一阶段

0.003**（2.580）
0.011*（1.796）
0.147***（6.039）
0.165（1.042）

-0.032（-0.268）
0.318***（5.885）
0.104***（7.309）
0.466***（9.843）
0.075（1.016）

-0.219***（-4.532）
控制

0.104**（2.148）
0.315

76.932***（0.000）

111 522

第二阶段

-0.203***（-5.063）

-0.111***（-11.873）
-2.141***（-36.435）
0.019***（4.744）

-0.081***（-6.581）
-0.091***（-5.057）
-0.236***（-4.622）
0.007***（3.961）
0.019（1.221）

控制

-26 068
111 522

-0.517***（-13.482）

20.946（0.414）

-0.265***（-10.263）
-0.965***（-12.335）

0.012*（1.785）
-0.272***（-9.599）
-0.133***（-4.206）
-0.336*（-1.953）
0.105**（2.887）
0.015（0.370）

控制

-25 993
111 522

（三）稳健性检验①

1. 更换实证方法

考虑到Cox模型在处理生存时间相同的样本数据时可能存在偏误［33］，本文更换为Cloglog离
散模型。此外，还更换了 PSM的匹配方法，包括更换最近邻匹配的比例以及使用半径匹配，以

规避可能由匹配过程所导致的估计偏误。上述回归结果显示，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系数均在 1%水

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 更换自愿型环境规制的项目种类

上文采用的是认证类的自愿型环境规制项目，这里以企业是否参与非认证类项目“自愿性清

洁生产审核”来衡量解释变量。如果企业当年参与了非认证类项目，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要求，地方政府对污染超标的企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同时也

鼓励已达标企业自愿提出进一步的节能减排目标并接受环保部门审核。与绿色认证不同，企业参

与上述非认证类项目虽然额外承担了环境责任，但不能通过统一的认证标识对外进行显示。由于

样本期内仅广东披露了全部的自愿审核企业名单，因而只保留广东样本，删除其中曾通过绿色认

证的企业，以免估计结果受认证效应的影响。②最终选取参加自愿清洁审核的 159家企业为处理

组，剩余企业为对照组，按上文步骤进行PSM匹配及Cox生存分析，回归结果显示，无论采用哪

种匹配方法和生存分析方法，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系数均显著为负，意味着非认证类项目的自愿型

环境规制同样可以提升企业生存能力，表明本文基准结果是稳健的。

① 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② 数据来自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样本期内共披露 13批次、942家自愿申请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匹配成功304家，删除绿色认证企业后剩余15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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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自愿型环境规制既可能在市场力量主导下通过提升盈利水平和促进技术

创新提升企业生存能力，又可能在政府力量主导下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和改善政企关系提升企业生

存能力。参考胡山和余泳泽［35］的做法，本文检验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盈利水平、技术创新、政府

补贴和政企关系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无论是总体样本还是匹配样本，表5列（1）中自

愿型环境规制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自愿型环境规制并没有通过提升盈利水平来影响企业生存，

原因在于：目前中国较为严重的“漂绿”现象降低了市场中绿色信号可信度，导致消费者绿色消

费意愿不足，企业通过自愿型环境规制获得的销售增长较低，未能提升其生存能力。表 5列（2）
中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系数在匹配样本内显著，但数值较小，所以虽然技术创新对企业生存的促进

作用已经得到证实［18］，但自愿型环境规制通过该机制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可能在现实中十分有限。

假设 2部分得到验证。表 5列（3）中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系数均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自

愿型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政府补贴。表 5列（4）中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系数均在 1%水

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自愿型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减少业务招待费等寻租成本，反映为政企关系的

改善。由于政府补贴和政企关系对企业生存能力的积极影响已被大量文献所证实［15-16］，因而自

愿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和改善政企关系来提升企业生存能力，假设3得以验证。

表5 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

样 本

总体样本

匹配样本

变 量

ESR
常数项

R2

观测值

ESR
常数项

R2

观测值

（1）
Profit

0.592（0.331）
1.264***（32.954）

0.582
1 861 019

-0.017（-0.051）
1.403***（29.031）

0.306
111 522

（2）
Innovation

2.151（0.072）
5.837***（12.922）

0.643
1 861 019

0.003**（2.192）
4.484***（26.703）

0.601
111 522

（3）
Subsidy

1.157*（1.782）
5.261***（6.413）

0.747
1 861 019

0.293*（1.823）
0.822***（15.810）

0.783
111 522

（4）
Relation

-0.052***（-17.429）
0.635***（10.692）

0.545
1 861 019

-0.049***（-7.123）
0.503***（14.847）

0.431
111 522

注：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均加以控制，下同。

（五）异质性分析

1. 企业所有制

由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资源禀赋和融资约束等各方面天然存在差异，因而自愿型环境

规制对其生存能力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异质性。对此，本文在基准Cox模型中引入所有制、自愿型

环境规制与所有制的交互项（ESR×State）后，结果如表 6列（1）所示，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系数

为负，但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自愿型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生存能力的提升作用弱于非国

有企业。可能的原因是：其一，根据环境绩效的委托代理观点，当缺乏来自所有者的强有力控制

时，经理人会将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作为获取职场声誉、社会影响力等个人收益的一种手段。与

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高管更可能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过度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而不

考虑收益能否弥补成本。其二，国有企业天然的政治联系保证了其即便出现亏损也可能亏而不

死，成为僵尸企业，因而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对其生存能力的影响较弱。

2. 企业污染程度

不同的初始污染水平意味着企业在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时会在治污成本和声誉提高等方面存

在差异，因而企业生存能力也将有所不同。对此，本文设置企业污染程度（Pol）变量，以样本

是否被收录进中国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来衡量。将自愿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污染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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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项（ESR×Pol）引入Cox模型后结果如表 6列（2）所示，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与主效应

符号相同，表明自愿型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企业生存能力的提升作用更强。可能的原因是：其一，

高污染企业从事绿色生产更可能通过风险管理和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节约成本，也很可能会

获得比低污染企业更显著的绿色声誉提高，进而获得更高的销售增长，从而降低因亏损导致破产

的风险。其二，高污染企业受政府环境政策的冲击远高于低污染企业，如果可以通过自愿型环境

规制改善环境绩效，就能大幅节约排污费和环保罚金，被政策性关停的概率也会下降。

3. 正式环境规制强度

自愿型环境规制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需要严格的正式环境规制作为制度支持［22，29］。为了检验

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是否因为正式环境规制的强度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本文

设置正式环境规制强度（Reg）变量，用各省份当年污染治理投资额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

将自愿型环境规制与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ESR×Reg）引入Cox模型后结果如表 6列（3）所

示，可以看出，交互项的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与主效应符号相同，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越

大，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提升作用更强。可能的原因是：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

要素使用成本（企业为污染外部性需支付的价格）有正向影响，若正式环境规制不严格，导致放

纵污染的排污费和处罚金远低于治污成本，或者通过寻租获得排污特权的难度较低，那么参加自

愿型环境规制的企业就会相较于其他企业而言处于成本劣势，从而不利于提升企业生存能力。

本文还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对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展开异质性分析。在时间维度上，自中央

明确提出将环保指标纳入地方综合评价体系后，地方政府默认污染的动力被大大削弱，正式环境

规制强度发生了实质性提高，据此本文设置时间虚拟变量（Year），以党的十七大后的第一年为

节点，前后的观测值分别赋值 0和 1。将自愿型环境规制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ESR×Year）
引入Cox模型后结果如表6列（4）所示，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与主效应符号相同，表明政绩

观转型后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提高作用更强。在空间维度上，西部地区的正式环境

规制较东中部而言较为宽松，据此本文构建地区虚拟变量（West），若样本企业位于西部地区赋

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将自愿型环境规制与西部地区的交互项（ESR×West）引入Cox模型后

结果如表 6列（5）所示，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与主效应符号相反，可见在正式规制较为宽

松的西部地区，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提升作用弱于东中部地区。

表6 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①

变 量

ESR
State

ESR×State
Pol

ESR×Pol
Reg

ESR×Reg
Year

ESR×Year
West

ESR×West
对数似然值

观测值

（1）
-0.302***（-8.619）
0.211***（6.983）
0.424**（2.235）

-59 852
111 522

（2）
-0.286***（-9.472）

0.376（0.151）
-0.230*（-1.791）

-59 935
111 522

（3）
-0.370***（-6.685）

-0.136*（-1.804）
-0.089**（-2.021）

-58 314
111 522

（4）
-0.694***（-22.510）

1.048（0.366）
-0.232**（-2.197）

-66 902
111 522

（5）
-0.347***（-8.129）

-0.092**（-2.180）
0.335***（2.706）

-60 002
111 522

① 本文只汇报了基于匹配样本的回归结果，基于总样本的回归结果与之类似，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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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自愿型环境规制给予企业开展环保工作的自主权，激励有能力的企业在满足政府强制性要求

基础上进一步节能减排，能够节约政府环境治理成本，是正式环境规制工具的重要补充。基于国

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绿色认证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Cox模型和倾

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了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自

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有显著提升作用；自愿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和改善政

企关系提升企业生存能力；自愿型环境规制更有助于提升非国有企业和高污染企业的生存能力，

且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提升作用越强。基于以上研究结

论，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加快推进自愿型环境规制体系建设，进一步扩大其行业覆盖面和企业参与度。自愿型

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升参与企业生存能力，助力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但目前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

段。政府应培育多元化的自愿型环境规制发起主体，积极鼓励有实力的行业协会、环保组织等第

三方机构结合行业特点打造有影响力的项目，特别是要增加高污染行业和民营经济中相关项目的

数量，并通过加大宣传以吸引更多企业参与。

其次，强化正式环境规制的实施，完善自愿型环境规制发挥作用的市场环境。自愿型环境规

制在正式环境规制较严格时作用更强，但几乎没有通过提升盈利水平和促进技术创新来影响企业

生存，这表明要想进一步释放其政策潜力，政府必须强化正式环境规制的实施和完善市场环境。

例如，重点遏制“漂绿”行为，以提高消费者对绿色信号的信任；设置专项资金，以降低企业获

得绿色技术的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提高企业追求长期发展的预期，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企

业满足于自愿型环境规制带来的短期收益而不愿从事技术创新的现状。

最后，进一步完善官员晋升考核机制，避免地方政府之间的绿色锦标赛扭曲企业的自愿型环

境规制决策。近年来，随着中央加强了对官员环境绩效的考核，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出现由

GDP转向环境绩效的趋势，如果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是由于政府强制而非出于自愿，就可

能导致抑制技术创新进而削弱生存能力等非合意结果。为避免这一问题，需要在考核官员环境绩

效时，尊重环境治理是长期系统工程这一客观规律，纠正短期量化导向，注重过程考核，杜绝官

员比拼绿色面子工程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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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fluence Firm Survival?

LIU Jing⁃ke，CHEN Yan⁃ying，YU Qian⁃h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4，China）

Summary：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hich mainly consists of command ⁃ and ⁃
control and economic incentive policy tools, has faced many governance difficulties such as inadequate implementations in
China. With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ecoming a national strategy,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as a new institutional tool. A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ims to encourage firms to undertake additional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beyond the
mandatory requirements of the government. Literature on the policy effects of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ocuses on
the changes of firm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the short run. Studies on how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ffect
the replacement of old firms by new ones from a long⁃run perspective are relatively scarce.

Based on the green certification data disclosed by the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d firm ⁃ level data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this paper uses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firm survival and its mechanis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improve firm viability
significantly.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which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endogeneity,
matching method, survival method, and the type of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ojects. Moreover, the mechanism
analyses demonstrate that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enhance firm viability mainly by increas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impro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firm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es show that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viability of non⁃state⁃owned firms and high⁃polluting firms,
and plays a stronger role when 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more stringent.

The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rom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First, based on the micro⁃data disclosed
by the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 􀆳 s Republic of China, we explore the policy effect of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rom the long⁃term perspective of firm survival, which expands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on
the effect of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Second, we examine the mechanisms of policy impacts from four
aspects: firm profita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ominated by the market force,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dominated
by the government force, and the government ⁃ firm relationship, which enables us to open the black box of the effect of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firm viability.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long⁃term effect of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hich would be
helpful for th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o optimize China 􀆳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ystem in a targeted way in the new
era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Besides, our results coul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s to release
the policy potential of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increasing projects supply,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 and market environment, so as to better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to a green economy.
Key words：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irm survival; green transformation;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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